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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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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标度律认为城市的诸多特征均是社会互动与联系的产物，其假设城市经济产出等

要素很大程度上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内部相互作用）决定，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城市人

口集聚代表了局部的网络效应，而社会生产效率还应度量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上全局网络效

应的影响。以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百度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

动网络，以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刻画外部交互程度，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比较分析城市内部人口

规模和外部交互与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

互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超线性标度关系，且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

应，网络空间相互作用不容忽视且已成为集聚经济的重要补充。进一步引入城市人口密度、集

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等指标，定量综合测度城市人口集聚与城市间人口流动及其协同作用

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

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而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标度律机制的

理解，并从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两方面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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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城市间要素流动的加强与优势资源的共享，城市空间联系愈发多样密
切，城市空间组织形式与发展模式由向心式向网络化空间一体化发展转变[1-3]。通过网络
空间联系，城市在更大尺度上通过借用规模、经验交换、知识流动、分工协作来提高城
市绩效[4-6]。城市不仅可以通过物质网络如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网络实现跨区域联系，
也可通过人口流动、贸易往来、生产合作、网络搜索等非物质空间交互网络实现要素的
流动与交换。作为一种俱乐部产品，城市网络效应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并已成为城市经
济增长、空间协同发展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7-9]。

城市网络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种是反映城市功能的网络层级性
特征，主要由节点度、强度等指标表征，反映了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和竞争力。另一
种则是与集聚经济相对应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其本质是城市嵌入网络所带来的外部性收
益。与集聚经济不同的是，网络外部性不受空间和地理距离的约束，取决于城市之间的
功能关系强度，而非邻近性。其效用很大程度体现在对生产生活成本的节约上，处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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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的城市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跨空间联系，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要素自由流动，

实现了资源互补整合，发挥了区域整体优势，避免了过度集聚造成的拥塞效应[10]。学界

多数观点认为集聚和网络效应是互补关系[11]，但二者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及协同作用

尚未有定论。在此背景下，正确评估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集聚和网络化发展所带来的

经济效应，深化对经济产出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的认识，对于促进城市和区域的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传统的城市标度律范式度量了城市要素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本质

是城市交互的结果[12-13]。以经济产出、财富创造为代表的社会交互类要素与人口规模之间

的超线性标度范式，被认为是城市内部人与人之间全局交互的结果[14]，城市内部相互作

用导致了城市社会经济要素的规模报酬不断增加，隐含了集聚经济的假设。随着有关标

度律机制解释研究的不断深入，城市要素仅取决于城市人口规模（内部交互）这一假设

的局限性跃然纸上[15]。此外，有关超线性标度范式背后反映的社会经济产出的集聚效应

还包含了多样的内涵，如空间外部性等。城市非孤立的实体，交互行为不仅发生在城市

内部，也存在城市与城市之间[16-17]。城市在生产活动中获益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该城市的

资源禀赋与生产效率[12, 18-19]，也取决于其在网络中的可达性和竞争力[6, 20-21]。

尽管城市因其嵌入网络所带来的收益及其溢出效应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少有研

究将城市外部交互与网络效应纳入城市标度律解释机制中，并探讨其对城市经济产出的

影响。因此，借助城市标度律框架，以城市人口流动刻画外部交互程度，探讨城市经济

产出对城市外部交互的响应关系，量化城市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对经济产出的影响程

度，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网络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丰富对标度律解释机制的

认识。从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来看，城市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分别暗含了集聚经济和网

络嵌入的假设，但仅依靠二者作为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度量和表征略失偏颇。为此，

依托拓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进一步构建包含人口密度、集聚与网络外部

性影响的城市经济产出基准模型，检验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在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为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城市人口流动网络分析

2.1.1 网络构建 短期人口流动主要来自城市之间的商旅联系，侧面反映了城市之间经济

社会联系的需求和依赖程度[22]。本文利用百度迁徙平台（qianxi.baidu.com），获取了2020

年9月22日—10月21日中国369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之间逐日人口流动数据。百度城

际迁徙数据通过手机定位信息映射用户行动轨迹，采集用户出发地（目的地）、出行方

向、迁徙规模等出行信息，依据迁徙规模和迁徙比例计算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每日人口

流动总量，量化城市之间交互强度。由于该时间段横跨了十一国庆，为消除节假日和数

据异常的影响，对原数据进行了降噪处理，选择2020年9月22—30日、2020年10月8—

21日两个时间段共计21 d的人口迁徙数据，构建城市人口流动网络，反映城市与城市之

间人口要素的流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的是城市样本与之相关联的所有节点城市

（最多为368个）之间的人口流动量，而非与其余样本城市之间的流动强度。

2.1.2 网络特征分析 衡量人口流动网络中节点的重要程度，参考现有研究[6, 12]，计算了

网络中各节点的节点外部交互强度和PageRank中心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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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点外部交互强度（Node Strength）。节点 i的网络链接强度Ci
W，即外部交互强

度为：

Ci
W =∑

j ∈N

wij （1）

式中：wij为节点 i和 j之间的连接边权重，即从 i到 j的人口流动规模。
（2） PageRank。对于每个节点 i，PageRank算法表征了“冲浪者”在网络的有向链

接上随机移动到达节点 i的平稳概率：

Ci
PR = 1 - α

n
+ α × ∑

{ j|(i, j)∈A}

Cj
PR

kj

（2）

式中：n为网络中的节点总数；kj是节点 j的链接度数；α为阻尼因子（取值通常为0.5），
该因子模拟了冲浪者遵循现有的有向链接而不是以均匀概率随机选择任何其他节点的概
率。其算法原理为将从城市节点 j到节点 i的人口流动强度作为 j对 i的一次重要性投票，
节点 i被投票次数越多以及投票的节点 j在网络中越重要，则节点 i的得分越高。Ci

PR值大
小衡量了节点 i在网络中的综合重要程度。
2.2 城市标度律

城市标度律定量测度了城市要素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非线性缩放关系，其分析框
架可由以下幂函数形式表示[12, 23-24]：

Yi(t) = Y0 Ni(t)
β

（3）

式中：Yi(t)表示代表城市要素；Ni(t)表示城市人口规模；Y0为标准化常量；β为标度因
子。一般而言，根据标度因子与1的大小关系，可将城市要素分为3类：① β > 1：社会
交互类要素如GDP、知识产出、疾病、犯罪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体现了
城市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② β≈ 1，描述与个人需求相关的变量（如就业岗位、住
房数量、家庭用水量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呈线性关系；③ β≈ 0.85 < 1，描述与基础设施
建设相关的变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次线性关系，表明从小城市到大城市，要素增加率
小于人口增加率，体现了城市要素的规模经济特征。

通常对方程（3）进行对数变换后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对标度因子求解，得到回归方程：
LogYi(t) = LogY0 + βLogNi(t) （4）

本文将城市人口规模Ni(t)替换为城市外部交互强度Si(t)，测度城市外部交互对城市经
济产出Yi(t)的非线性作用。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的启发[7]，度量城市人口规模
和外部交互对城市要素的协同作用，将Yi(t)定义为城市人口规模与外部交互共同作用的
函数，即Y~F（N, S），得到以下公式：

Yi(t)~Y0 Ni(t)
βN Si(t)

βS （5）

LogYi(t)~βN LogNi(t) + βS LogSi(t) + LogY0 （6）

基于标度不变性，原有衡量βN与 1关系的标度范式转换为βN+βS与 1的关系，若βN+
βS > 1，则人口规模N和外部交互S的协同作用对城市经济产出具有集聚效应，而与其本
身无关，对应了城市经济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增规律（N和 S增长一倍，而Y增长大于一
倍）。若βN+βS < 1，则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减（N和S增长一倍，而Y增长不足一倍），而当
βN+βS = 1时，即规模报酬不变（N和S增长一倍意味着Y也增长一倍）。

考虑到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外部交互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在方程（6）
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变换，得到具有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函数形式：

LogYi(t)~βN LogNi(t) + βS LogSi(t) + βC LogNi(t)LogSi(t) + LogY0 （7）

式中：LogNi(t)LogSi(t)表示人口规模与外部联系的交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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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 （7） 的基础上，参考超越对数成本函数 （Transcendental Logarithmic Cost

Function, TCF）方程[15]，引入解释变量二次项，得到以下关系式：
LogYi(t)~βN LogNi(t) + βS LogSi(t) + βC LogNi(t)LogSi(t) +

βN'(LogNi(t))
2 + βS'(LogSi(t))

2 + LogY0

（8）

2.3 计量方程和变量选择

方程（6）~（8）在标度律框架下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集聚效应）和外部交互（网络

效应）对经济产出的混合效应。城市经济产出毋庸置疑也受到其他因素（如技术生产水

平等）的影响，为此需进行变量控制，捕捉除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以外其他因素的影

响。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引入更广泛的指标表征和度量城市人口集

聚和网络效应，建立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对经济产出的基准回归模型：

LogYit = β1LogAggloerationit + β2LogNetworkit + β3LogXit + LogY0 + εit （9）

式中：Yit为地区生产总值（GDP），表征地区经济产出水平；Agglomerationit为城市人口

集聚效应；Networkit为网络效应；Xit为控制变量；LogY0为常数项；β1、β2和β3为有待估计

的参数；εit为残差。

2.3.1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集聚效应由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密度[25-27]和集聚外部性指

标表征。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客观地反映了城市内部人口集聚特征[26]。人口密度定义为

常住人口数量与建成区面积的比值[28]，集聚外部性则通过引入空间滞后变量进行测度，

通过构建空间邻接矩阵（Wij），若城市 i和 j相邻（行政边界具有相同的边或者顶点），则

Wij为1，反之为0，测度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经济外部性水平。

考虑到网络指标的代表性与避免回归共线性问题的出现，选取外部交互强度、

PageRank和网络外部性（网络滞后变量）作为网络效应测度指标，测度了节点城市在网

络中的地位和等级，识别其特征属性及重要性。而网络外部性度量了城市经济产出通过

人口流动网络联系产生的溢出效应。参考盛科荣等[6]的做法，以人口流动比重为权重，构

建网络联系权重矩阵量化网络外部性水平：

NLogGDPi =∑GDPj × Strengthij ∑Strengthij （10）

式中：GDPj表示相联系的城市 j的经济产出； Strengthij ∑Strengthij 表示城市 i与 j人口流

动强度占城市 i总外部交互强度的比重。对网络效应解释变量进行初步分析发现，外部交

互强度、PageRank和网络滞后变量偏度系数分别为 3.26、0.68和 1.56，峰度系数分别为

15.23、2.27和6.92，呈现正偏态分布特征。故对网络变量取对数，使其服从正态分布。

2.3.2 控制变量 参照相关研究 [6, 25]，本文选取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比

重、专利申请数作为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

（1）财政支出：城市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公共财政支出体

现了政府通过投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积极的干预，提高地方资

源配置效率。本文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征政府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投入水平。

（2）固定资产投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驱动

的，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要素提高均具有显著影响。本

研究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表征资本投入水平。

（3）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表征。经济发展受制于结构的调整和产

业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由产业结构决定。中国众多城市的经济生产仍以制造业为主，

但服务业正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产业，二者都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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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数：技术创新水平决定了个体规模报酬递增或递减程度，是城市经济发展

的核心动力[29]。本文以专利申请数来代表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知识生产能力。

2.4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 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为遵循实体地域和功能城市概念，

统计口径界定为市辖区范围 [23, 30]。城市层面的统计数据来自《2021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2020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及各地级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专利

申请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www.pss-system.cnipa.gov.cn）。为保证数据量级的

一致性，空间滞后变量、网络滞后变量均以对数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对各非比例变量

取自然对数，保证数据原有的协整关系，避免回归出现严重的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人口流动网络特征描述性分析

中国城市短期人口流动频繁区域集中在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

且多发生在区域核心城市与邻近城市之间，省内迁徙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路径（图1a）。图

1b展示了人口流动强度Top50的城市人口流动关联关系。广州—佛山，深圳—东莞，西

安—咸阳，北京—廊坊，上海—苏州为城市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前5个城市对，流入流出

城市之间呈现双向互动倾向，流入流出量相当，反映了地理邻近性的特征。在样本城市

中，全国人口流动网络外部交互强度前5位城市分别为广州（413万人次）、北京（412万

人次）、上海（359万人次）、深圳（354万人次）和成都（298万人次），而最小值城市日

喀则仅为 5.0万人次，城市人口流动空间异质性特征显著。短期省际人口流动特征不明

显，高权重省跨省域人口流动以北京—上海（5.8万人次），北京—成都（3.1万人次），

北京—西安（3.0万人次）较为突出，人口流动网络菱形结构初见端倪；但珠三角对菱形

网络的支撑力不足，跨省域高权重联系相对较弱，使得人口流动网络菱形格局较为破碎。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6(1569)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1 2020年中国城市月度人口流动网络联系
Fig. 1 Monthly urban human mobility network in China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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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人口标度律与外部交互网络标度律比较

对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外部交互强度与GDP分别进行对数变换并做拟合散点图（图

2）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强度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标度关系，且呈现超线性

范式（βS > 1）。城市经济产出与外部交互拟合得到的标度因子约为1.21±0.05，而城市人

口规模的标度因子则为 1.16±0.03，βS > βP，表明城市外部交互带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更为

显著。进一步来看，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标度关系拟合程度更高，城市人口

规模标度律更为稳健。而城市经济产出与外部交互强度数据拟合更为离散，拟合优度R2

仅为0.69。综上，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标度关系更为稳健，但城市外部

交互强度对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与集聚优势。

将城市内部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强度同时纳入回归方程（VIF = 3.103），在标度律的

框架下考虑外部交互强度的混淆效应。相较于模型 1，模型 3 中人口规模系数 （βN =

0.935）比城市人口标度律标度因子（β = 1.156）更小（p < 0.001），且R2由模型1的0.851

上升至0.865，再次证明了城市标度律同时受到城市内外部交互效应的影响，验证了城市

标度律同时源于内外部交互的假设。同时考虑城市内外部交互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能

有效减少传统标度律下观察到的实际值与预期值的偏差，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城

市之间交互的加强，城市经济要素生产率不断改善，有效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

在仅考虑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共同作用下，ε= βN+βS = 1.248 > 1，

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每增加 1%，其经济产出就会增加 1.248%。城市经济产出效率随城

市内外部交互综合作用的增加而增加，再次体现了城市经济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增规律。

模型4引入了人口规模与外部联系的交互项，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

取决于外部交互强度，反之外部交互强度对GDP的影响也同样取决于人口规模。在 p <

0.05水平下，交互项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且并未对模型整体精度产生显著影响。而模型 5

同时引入交互项和二次项，模型方差解释率上升至86.9%，进一步减少了模型1和模型3

观察到的偏差。原核心解释变量（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测

试，而人口规模与外部交互的交互项与二次项在p < 0.05水平下为负且显著。

图2 对数坐标下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强度与地区生产总值拟合散点图
Fig. 2 Scatter plot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intensity and GDP fitting under logarithmic coordi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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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人口集聚和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进一步考虑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表2回归结果中的方

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方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保证了最小二乘回归的最佳线性无

偏性。从模型1与模型2可以看出，在规模和集聚效应作用下，城市人口规模和集聚外部

性系数为正且分别在p < 0.001和p < 0.05水平下显著，表明人口规模和外部性始终是影响

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取决于城市集聚效应与拥挤

效应的综合作用[31]，在本文中当规模和密度同时纳入方程，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的

前提下（此时规模不变），人口密度越高（等价于规模不变，土地投入减少）带来了经济

产出的减少（p < 0.05）。

表1 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外部交互与地区生产总值回归结果
Tab.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eff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size and interurban interactions on GDP

变量

人口规模

外部交互

交互项

人口规模二次项

外部交互二次型

常数项

R2

AIC

BIC

模型1

1.156***(0.029)

5.098***(0.175)

0.851

-110.600

-99.772

模型2

1.210***(0.050)

5.406***(0.027)

0.686

92.869

103.697

模型3

0.935***(0.049)

0.313***(0.057)

4.713***(0.181)

0.865

-137.282

-122.844

模型4

0.890*(0.356)

0.266(0.370)

0.008(0.064)

4.978*(2.100)

0.866

-135.298

-117.251

模型5

1.113(0.819)

0.072(1.033)

0.759*(0.313)

-0.362*(0.163)

-0.393*(0.179)

4.851*(2.124)

0.869

-137.391

-112.124

注：***：p < 0.001，**：p < 0.01，*：p < 0.05。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Tab. 2 Regression results from benchmark models

集聚效应

网络效应

控制变量

变量

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

集聚外部性

外部交互

PageRank

网络外部性

财政支出

专利数

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

常数项

R2

VIF最大值

VIF均值

模型1

1.209***(0.031)

-0.466***(0.116)

0.120(0.010)

0.863***(0.168)

0.861

1.250

1.171

模型2

0.558***(0.046)

-0.157*(0.075)

0.033*(0.016)

0.272***(0.041)

0.116***(0.020)

0.188***(0.024)

0.195***(0.024)

5.764***(0.287)

0.945

6.699

3.362

模型3

1.061***(0.064)

1.437***(0.411)

0.025(0.018)

9.884***(1.252)

0.703

2.037

1.696

模型4

0.262***(0.053)

0.044(0.216)

0.033(0.019)

0.533***(0.043)

0.137***(0.025)

0.188***(0.030)

0.191***(0.033)

5.688***(0.691)

0.927

4.558

2.916

模型5

0.507***(0.051)

-0.161*(0.086)

0.035*(0.022)

0.109*(0.051)

0.116(0.200)

-0.017(0.010)

0.269***(0.043)

0.102***(0.020)

0.208***(0.026)

0.184***(0.025)

5.963***(0.624)

0.949

7.630

3.548

注：***：p < 0.001，**：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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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网络效应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发现（模型3），外部交互强度和PageRank系数
为正且在p < 0.001水平下显著，表明当城市融入网络程度越深、在网络中处于越核心的
地位，可以更加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网络效应，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网络外
部性系数在模型3~模型5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测试，即在当前城市发展中，网络外部性未
对城市经济产出产生显著影响。比较集聚外部性和网络外部性效应发现，当前周边城市
经济发展、技术合作和信息共享所带来的空间溢出和知识扩散效应更有效地促进了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更大空间尺度上城市之间的网络合作带来的生产效率有待进一
步加强。

利用标准化回归系数、Lindeman-Merenda-Gold （LMG）、偏相关等方法衡量集聚效
应和网络效应对经济产出的相对贡献程度，LMG方法将R2分解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贡
献程度，避免了回归变量的阶次效应[9]。从图3a可以发现，在仅考虑城市内外部交互作

图3 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指标对经济产出的相对贡献程度
Fig. 3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each agglomeration and network effect variables to explained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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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经济产出影响时（表1模型3），内外部交互作用的相对贡献程度之比约为3∶2，网络

效应对经济产出贡献显著，可作为内部集聚效应的补充；但加入财政支出、专利数等控

制变量后，网络效应的贡献程度被削弱，且变得不显著。同样地，依据表2模型5所构建

的回归方程衡量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的贡献程度（图3c），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本

地影响因素的贡献程度较网络外部交互更大，在考虑其他变量控制情况下，人口规模带

来的经济产出集聚效应贡献程度约为22%。

考虑到人口流动网络可能对经济产出存在内生效应，选择节点度（节点连接个数）

作为节点外部交互强度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决回归的内生性

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结果表明，外部交互强度系数在模型 6与模型 7中均显

著为正（p < 0.001，p < 0.05），PageRank系数在模型 6中显著为正（p < 0.05），表明节点

城市在网络中等级越高、处于越核心的地位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稳健的正向影响。

而在模型8加入人口集聚效应等指标后，网络特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被削弱且变得不显

著（p > 0.05），对经济产出的解释力还有待加强。同样的，网络外部性系数在模型6~模

型 8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05），表明网络外部性对城市经济表现的影响并不显

著，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在更大空间尺度

上的网络效应还有待增强。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城市标度律观察到的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超线性标度关系可归因为

城市内部日益增强的社会互联性[32]，对单个城市而言，知识溢出驱动了城市经济增长，

实现集聚效益，这种溢出和集聚效应又吸引着人口、生产等要素进一步集聚，城市越大

社会生产效率越高[12, 26]。同时，由于集聚产生的外部性也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区域

表3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稳健估计结果
Tab. 3 Robust estimation results from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集聚效应

网络效应

控制变量

变量

人口规模

人口密度

集聚外部性

外部交互

PageRank

网络外部性

财政支出

专利数

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

常数项

Durbin

Wu-Hausman

R2

模型6

1.072***(0.175)

1.393*(0.776)

0.026(0.021)

4.724(2.719)

0.004

0.004

0.706

模型7

0.285*(0.052)

0.036(0.233)

0.033(0.014)

0.529***(0.041)

0.133***(0.027)

0.192***(0.031)

0.189***(0.035)

5.484(1.904)

0.005

0.006

0.883

模型8

0.626***(0.083)

-0.124*(0.084)

0.047*(0.019)

0.258(0.197)

0.509(0.286)

0.032(0.013)

0.258***(0.046)

0.158***(0.038)

0.171***(0.033)

0.208***(0.029)

2.222(1.179)

0.031

0.035

0.936

注：***：p < 0.001，**：p < 0.01，*：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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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程度伴随着人口集聚不断加深[30, 33]。毋庸置疑，除城市内部交互外，其他外生因
素也是社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城市标度律区分了由局部动态和由人口规模变化
引起的规模增长的影响，其观察到人口规模相近的两个城市经济产出之间的差异（实际

值与预期值之间的偏差）并不是随机的[16-17, 34-35]，除人口规模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城

市经济的发展，塑造了城市系统不同的发展状态。从解释机制出发，本文发现正是城市

与城市之间的交互与网络联系导致了这些差异，进而对城市经济生产效率产生影响。

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和人口流动网络效应作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

局部和跨区域经济活动中带来了明显的基础设施规模化成本节约与知识外溢，而大城

市，尤其是处于网络层级核心地位的城市，正借助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成为城市化进程

的主要受益者。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增强的环境下，城市发展前景

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他们所处的网络空间，尤其是其在网络中的地位和声望。在网络中处

于更高地位、拥有更好可达性的城市在经济合作、经验交流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5]。而现

阶段，与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经济产出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相比，无论是节点城市发挥其

在网络层级中的比较优势与权力地位，亦或嵌入网络通过节点之间相互连接的互补、整

合或协同作用而发挥外部性优势的能力都还有所欠缺。虽然城市外部交互与经济要素之

间存在更强的超线性关系，但这种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是不稳定的，尤其是考虑了技术进

步、资本存量等本地影响因素后，网络效应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被削弱。可以看出，现阶

段大多数的生产活动还依赖于当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禀赋，地理空间对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和约束依旧比较明显，即短期内城市经济产出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人口集

聚和地理邻近性产生的集聚效应。因此，有必要合理引导资源和产业向中小城市流动，

发挥区域核心城市集聚效应的重要作用，推动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研究发现，城市外部交互能给城市经济产出带来更大的乘数效应，显示了城市

网络发展对其经济产出的关键促进作用。结合已有研究[17]，在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强度对经济产出的影响 （0.30%） 介于美国 （0.10%） 和巴西

（0.33%）之间。美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程度更高，人口流动网络更优化，通勤网

络和人口流动对城市经济产出的影响较小。而巴西的经济发展受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其

通勤网络还未达到最优状态。与巴西城市化进程类似，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国公共

资源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基础设施在大城市覆盖更广[30, 36]。而中小城市往往由于市场潜

力较小、关键资源稀缺，社会经济发展受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在网

络层级中处于外围的城市。相应的，这也可能反过来解释了中国城市经济产出对外部交

互具有更大的依赖性，暗含了中小城市经济产出增长的潜在可能性。

受数据限制，本文仅以短期人口流动网络度量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效应，人口流动

和出行目的多样，相较于企业、投融资等经济网络[6]，人口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并非城市间

经济活动交流最恰当的表征，而是一种更偏向于对城市综合联系的度量。作为区域要素

流动的载体，人口流动传递了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与非物质信息，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城市间的功能关联和优势互补[37]。从复杂系统和标度律机制解释视角来看，城

市人口流动不仅与人口规模表征的城市内部相互作用相对应，而且更全面地衡量了城市

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准确刻画了城市外部交互强度。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迁徙数据边界采用的是城市行政区划范围，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范围，而开展城市标度律

研究的前提是城市单元的选取要符合功能城市与实体地域的概念，这可能会对全面准确

衡量城市人口流动网络效应造成一定影响。除此之外，迁徙数据不包含流动个体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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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别、出行目的等属性信息，无法对出行人群进行区分，也无法匹配个体迁徙行为

与社会经济属性。相关研究发现，社会交互类因素与人口规模之间的超线性关系约一半

可归因为城市社会互联互通的增加，其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社会人口组成、城市经济和

社会活动组织以及物理基础设施的多样性等方面的差异[20]。

在推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社会生产要素，尤其是创新型生产要素，在

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转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的，遵循一条大城市在前小城市紧

随其后的发展路径[38]。不同类型生产活动所处发展阶段各异，对网络效应的响应也是不

同的，未来有必要结合标度律的演化特征[39]，对城市网络效应的多尺度性与异质性特征

进行深入探讨。

4.2 结论

本文以人口流动刻画城市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基于城市标度律视角探讨了城市经济

的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研究发现，城市经济产出与城市外部交互之间遵循显著的标度

关系，且标度因子均显著大于 1，表现出极强的超线性特征。城市经济产出与人口规模

之间的标度关系更为稳健，但城市外部交互对于城市经济产出具有更高的乘数效应。城

市社会经济总量的人均增长可归因于城市内部交互网络的超线性扩展，城市人口规模和

城市外部交互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均不容忽视。该发现验证了城市标度律同时源于城市

内外部交互的假设，弥补了传统标度律在机制解释方面的不足。

城市经济产出与人口规模和外部交互之间的超线性标度范式也暗含了城市人口集聚

和嵌入网络带来的城市经济产出的集聚和网络效应。依托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

程，引入人口密度、集聚和网络外部性等要素进一步探讨了城市经济产出的集聚和网络

效应。结果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仍是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

素，区域经济发展更依赖于本地的资源优势。城市外部交互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

促进作用，该效应主要通过凸显城市在网络中的等级地位和重要性而发挥，网络地位越

高、拥有更多资源的城市，可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网络效应，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社会经济产出对外部交互具有更大的依赖性，但在当

前发展阶段下，城市人口流动带来的网络效应是不稳定的，尤其是考虑了本地资源优势

后，网络效应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被削弱。在地理邻近网络和人口流动权重网络下，基于

地理邻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较网络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人口规模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而城市外部交互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城市在

更大空间尺度上由于相互联系而从网络中合作获益的能力还有待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中

国经济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的认识，为推动城市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和深化区域协调发展

实践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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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certain type of social interaction, urban scaling laws assume that

urban attributes such as urban economic outputs are largely determined by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ternal interactions), implying the assumption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represents a local network effect, while the global network effect on

a larger spatial scale between cities should also b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productivity. Taking 275 Chinese cities at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constructed an urban human mobility network by Baidu migration data and portraied

the degree of external interaction by human mobility between cities. We comparatively

analysed the non-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size within cities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and urban economic outputs under the urban scaling framework.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uper- linear sca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economic output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revealing the higher multiplier effect of external interaction on urban

economic outputs. The role of network spatial interaction cannot be ignored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Further, indicators such as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agglomeration and network externalities are introduced to quantitatively

and comprehensively measure the effects of urba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interurba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ir synergistic effects on urban economic outputs.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urban population size remains the main driver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benefit fro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on a larger

spatial scale has yet to be enhanced.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of

urban scaling laws from taking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into consideration,

deepening the recognization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network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is supposed to support for promoting high- quality integrated

urban development and deepening the practice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agglomeration effects; network effects; urban scaling laws; human mobility;

economic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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